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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

龙　卫　球＊

摘　要：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方法为支持取得突破，成为引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促生
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迭代发展态势，也带来巨大的法律挑战。人工智能的立法基础和路径，应当深入
到科技法及其迭代发展的语境之中加以认识，并且自觉体现“历史－发展”“社会－技术”的连接性。

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科技事物的本质，属于科技法的规范对象，同时它作为一种具有巨大驱动力且
尚具有上升空间的新兴科技，给科技市场、生产安全、科技风险、科技政策等领域均带来大量的新的具
体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因具有认知能力而与人类智慧相通，导致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都
亟待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关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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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科技及其应用近年来呈勃兴之势，引发当今信息科技革命大背景下的又一波新浪潮。

２０１８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人工智能战略报告指出，采取认知系统与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商业收
入从２０１６年的６４亿欧元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７８亿欧元，预计到２０３０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贡献

１２．８万亿欧元，相当于今天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了１４％。① 目前中国和美国相关产业布局
走在世界前列。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共计１５　９１６家，其中中国３　３４１家，合计融资规模
达１６５．５４亿美元，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数额的４６．９４％；美国４　５６７家，合计融资规模为１３５．９３
亿美元，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数额的３８％。② 与此同时，相应的规范问题接踵而至，关于人工智
能规范的讨论成为热点：有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来讨论的，如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代际问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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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的法伦理发展、现行法在人工智能应用下的治理危机等；①有对某些特定问题展开讨论的，如
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自动驾驶的刑民事责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智能合约或某种程
度商业自主化决策的法律后果等；②也有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探究特殊规范方法或者机理的，如智
能算法的规范研究；③等等。但笔者认为还有重要角度需要关注。人工智能是燃爆新一轮工业革命
的表征科技之一，具备科技事物的本质属性，既有科技法对人工智能的规范因循不可忽视。因此，笔
者拟立足科技法及其迭代发展的语境，结合人工智能在当下的重要特质，对人工智能立法的基础、路
径及相关具体规范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

一、正确认识作为当代科技发展新表征的人工智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是已经被广泛认可的事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
迭代发展而勃发。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指出：“从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从
先进材料到量子计算，一系列强大的新兴技术带来了大量的机会与挑战，并且将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

活方式。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④施瓦布特别强调，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要关注其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紧密联系，因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技术建基于以往工业革命的知识和
系统，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⑤ 其中，信息科技革命就是跨越两次工业革命的科技革
命，并经历了三个阶段：（１）第三次工业革命末期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形成第一波信息科技革新浪
潮，即世界互联网化。最初，由互联网推广应用作为牵引，逐渐进行浏览器、电子邮件、信息门户网站
等开发，然后到２１世纪初前后形成全球互联网体系，并且从社区交流发展到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的信息交互应用。其特点是世界信息互通，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交往瞬间扁平化。有识之士称，此时我
们进入“世界是平的”时代。⑥ （２）大约在２０１０年前后，信息科技革命出现第二波浪潮，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等的出现直接导致大数据及其应用的强势蔓延，迎来“大数据时代”。这次大数据化的信息科
技突变昭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３）人工智能科技在机器学习技术创新下以一种强势的新表
征方式出现，成为信息科技的新宠儿，直接引发信息科技革命的第三波浪潮，并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８５·

法　商　研　究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１９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季卫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
期；左卫民：《热与冷：中国法律人工智能的再思考》，《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

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龙文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哲学思考》；《法律科

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参见於兴中：《算法社会与人的秉性》，《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

制》，《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 、［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造型社会》，世界

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 、［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造型社会》，世界

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该书提出
“世界是平的”观点。



开启更加明显。人工智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图灵测试。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机器人移动技术曾经成为一

次里程碑事件，但意义有限。但是现在，通过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结合，人工智能脱胎换骨，

与既往的技术版本具有质的不同。在大数据的促动下，人们通过发现和改进一种机器的深度学习方

法，②特别是开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新技术和新方法，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到具有极高认知能力的

新阶段，同时不断嵌入各种应用领域，成为引领新一轮信息科技产业化的表征科技。２０１２年，谷歌
（Ｇｏｏｇｌｅ）发布人脑模拟软件，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具备自我学习功能的软件，可以模拟脑细胞的相互交

流，可以通过看优兔（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学习识别猫、人和其他事物，从而引发人工智能新兴技术新想象。

２０１６年，谷歌旗下的深度思考（Ｄｅｅｐ　Ｍｉｎｄ）出品的阿尔法围棋（ＡｌｐｈａＧｏ）大战韩国职业围棋手李世

石并连胜三局等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此后，谷歌、脸谱（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软（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等互联网巨型公司纷纷表示未来将更加重视人工智能，除开源机器学习框架，还投入巨资收

购研发人工智能的公司和人才，使得２０１６年成为人工智能元年，麦肯锡报告称“人工智能进入突破阶

段”。③ 人工智能应用的后果是，“彻底改造数字经济，很快也将重塑实体经济。人工智能在２１世纪

早期的目标包括让自动化机械引领物理世界的发展，以及实现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互联”。④ 换言

之，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正快速通过机器学习系统植入或者应用智能化且不断升级。这种智能化，

从商业智能模式到工业智能系统，从企业智能到政务智能乃至军事智能，无所不在。机器学习方法本

身还在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领域会由智能辅助变为智能混合乃至智能接管。以机器学习为

支持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下直接促成一个所谓“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且继续前行。⑤

就人工智能今后到底会经过哪些技术突破和应用阶段，目前存在不少的预测研究。⑥ 有人认为，

人工智能软件架构可能突然出现重大革新，从而使得人工智能很快达到人类智慧水平。⑦ 例如，美国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就认为，在２０４５年前后人工智能将发展到一个“奇点”，跨过这个点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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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超越人类智慧。① 但是，也有人工智能研发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大概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②

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发项目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罗宾·汉森就认为大概需要２００～４００年才会出现

真正的人工智能，基于机器学习（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硬件和软件上不久都会遇到

瓶颈，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以仿真人（大脑仿真）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世

纪，然后进入仿真人时代，提出仿真人规范需求，之后才进入不以仿真为基础的人类智慧水平的人工

智能开发期。③

不管怎样，今天出现的人工智能科技及其应用是科技史上一次石破天惊的事件，应当作为当代科

技发展的新表征加以认识和对待。作为人类历史上爆发性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一种塑形技术，人工智

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息息相关，是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科技之一。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表征科技，目前公认包括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３Ｄ打印、知识工作自动

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９种。其中，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和工业大数据是三大底层基

础设施，工业机器人和３Ｄ打印是两大硬件技术，知识工作自动化和工业网络安全是两大软件支持，

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两大终极技术。④ 人工智能，一方面作为面向未来的爆发性终极

科技之一，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下，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必定是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带来全新的创造、福利和便利；但也可能有消极的影

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导致新风险和“适应不良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依旧是一种科技，具

有自身生产、发展的条件性和过程性，目前还处于以特定识别技术为支持的机器学习的阶段，尽管可

以预期其会不断提升直至达到或者超越人类智能水平，但是主流观点认为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由

此存在阶段区分的必要。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表达，也是其规范问题产生的时

代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科技法在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兴起与演化

（一）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法的迭代演化

回顾人类法律的发展，可以发现，自进入工业革命以来，除普通法或通用法的发展之外，法律体系

中出现了专门的科技法，并呈现不断扩张发展的态势，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第一次工业革命之

前，并无科技法这样一个专门领域，但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科技法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诞生了，并

且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和联系着普通法律。此后，科技法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迭代，呈现不断

扩张、不断升级的趋势，其与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同轨，大致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１．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鼓励科技发明之科技法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近代法律体系诞生并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变化以个人理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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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妍娜、赵胜：《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产业互联网开启新工业革命》，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１页。



自由为基础出现根本转型，且与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般法律范畴的意义上产生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民

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与此同时，基于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发明具有的不同寻常意义，首次把

科技问题纳入立法，产生了全新的科技法部门。最早出现的科技法，主要是以具体立法形式呈现的科

技市场法：包括具有赋权意义的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具有鼓励交易价值的技术合同法和技术中

介法等；也包括最早的科技风险法，主要体现为科技应用于工业生产的语境下为应对生产安全需要的

工厂法，以及工业事故灾害的管理和责任立法。

首先，这一时期科技市场法得到创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不仅发明了蒸汽机等新科技，更

重要的是通过法律创设了专利权等新型财产权，赋予科技发明人以专利权的刺激方式，鼓励科技发明

和创造，从而在制度上为工业革命提供激励和保障。专利法的出现，产生将科技、法律、经济协调起来

巨大功效，①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科技创造完全出自个人兴趣，发明出来的成果自动纳入

公共领域。专利法出现之后，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具有财产意义的专利权变成一种全新的利益驱动机

制，科技发明成为更多个人和工厂企业积极的法律利益追求。这一时期专利法发展最重要的表现是

１６２３年英国议会通过垄断法，明确规定专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形式，被认为是“发明人权利的大

宪章”。此后，美国于１７９０年颁布实施联邦专利法，德国于１８７７年颁布实施专利法。② 这一时期，得

到发展的还有专利交易制度和技术合同制度，并成为科技市场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专利权或科技发

明只有置于自由交易之中，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价值实现和转化的机会。

其次，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是早期科技应用导致风险的基本表

现形态。科技发明在工厂条件下得到应用后，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容易带来规模安全和灾害问

题即工厂安全和灾害问题，其中特别是对工人的生产安全威胁和事故损害。在社会压力下，最早开展

工业革命的国家逐渐关注工厂安全和事故，发展出最初的工厂安全法则和劳动安全法则。１８０２年，

英国政府制定《保护学徒的身心健康法》，建立最初的工厂劳动保护规则，旨在保护工厂劳动者的健

康，确立学徒的劳动时间、矿工的劳动保护以及工厂的室温、照明、通风换气等工业卫生标准。１８３３
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工厂法》，对工厂条件下的工人的安全、卫生、福利作出规定。

２．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鼓励科技发明和防治工业灾害并举之科技法

这一时期，专利法和反垄断法的存在，从正反两面鼓励了科技发明的自觉，工业研究实验室不断

涌现并且走向成熟，在大量新兴科技发明和发明方法的支持下，除传统纺织、工矿等领域外，电讯、电

气、有机化工等领域也得到发展，促进了产业化的极大发展。科技法也因此需要在进一步提升鼓励科

技发明和应用的同时，直面产业化带来的生产安全和事故频发的威胁。

首先，从科技市场法来说，这一时期是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不断扩展的时期，国际专利关系出现

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社会缔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这一时期，技术交易更加频繁和多样化，

技术合同也得到丰富和广泛应用，因此技术合同制度更加发达，相关规范除单行规定之外，也散见于

民法、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之中。

其次，工业产业的急剧扩张，使得新老领域均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业生产安全和灾害问题。工人安

全和健康陷入困境，工厂事故不断，产品事故、交通事故等损害频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些不仅引

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加剧阶层对立和社会动荡。有关国家在几次社会矛盾大爆发之后，开始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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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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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工业安全和灾害、减缓社会矛盾，制定一系列应对工业安全和灾害的法律。① 随着高尖端科技应

用和产业化扩展，原先零星分布的职业安全法规已经无法适应需要，各国纷纷完善工厂法并制定统一

的劳动安全法。② 此外，产品责任法、交通事故责任法、灾害保险法等也得到发展。这些立法许多是

事后规则，但通过严格责任、惩罚性赔偿等使得其具有预防功能；但也有许多是事先和事中规则，如产

品质量管理制度、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灾害保险制度等。这些立法极大地促成工业灾害和事故治理体

系的确立及完善。

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突出科技政策作用之科技法

这一时期，科技立法鼓励科技发明的立场并没有变化。工业化国家继续完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

法，并且在２０世纪晚期明显出现“强专利（知识产权）”趋势；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知识

产权保护，国际社会缔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专利的国际申请不断增加，专利战略成为国
家之间、跨国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战略之一。③ 这一时期的科技立法还继续提升工业安全和灾害治

理。工业安全和灾害治理法律得到进一步强化，新兴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关注，环境法得到极大发

展。此外，这一时期的科技立法开始关注特殊科技安全和风险，不断制定相关特殊管控规范。针对生

化科技、核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人们发现这些特殊新科技在带来巨大福

利可能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特殊风险，食品药品安全、生化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网络信息安

全等不断凸显出规范急迫性，激发管控特殊科技风险的强烈要求，导致相关技术安全和风险管控法律

的出台。“９·１１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特殊科技风险管控的问题也显得更

加迫切。

这一时期，科技立法最突出的扩展是强化科技政策作用，更加注重政策导向和机制作用，从而发
展出一套旨在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特殊法律制度，可以简称为科技政策法。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各国动员科技资源备战，导致科技进步与国家组织紧密结合。例如，美国便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

组织科技资源增强国防能力，１９４１年建立科学研究和发展局，１９４５年又以“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

理由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④ 此后各国竞相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引入科技政

策机制，干预科技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各国科技政策致力于战后恢复

和重建，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为重建和发展打造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并在经济扩

张领域，促进电子、石化、原子能科技创新，力推新兴科技的经济转化，逐渐形成“技术－经济”范式。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成为科技政策的关注点，各国政府由简单的大力支持基础

·２６·

法　商　研　究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１９５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美］约翰·法比安·维特：《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田雷译，上海三联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

例如，英国在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４次修改了《工厂法》，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１月和４月分３次颁布了
《劳动安全卫士法》。日本也在１９１４年制定现代意义的工厂法，并在１９２３年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劳动基准法》，

用一章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并在１９７２年颁布《劳动安全卫生法》。美国国会１９７０年在工伤事故和职业性危害日益严

重特别是见证铀矿工人的悲惨遭遇的背景下，不再顾虑雇主反对，通过了统一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由尼克松总统签署生

效，改变了过去只由各州制定相关立法的局面。此外，联邦德国在１９７４年颁布了《职业安全法》，加拿大在１９７８年颁布了
《职业卫生与安全法》。

参见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９页。关于知识产权战略，参见陈昌柏：《知识产权

战略：知识产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优化配置》，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国

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参见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９～１００页。



研究转为更加注重“成本—效率”比以及项目效益评估，科技立法也进行了许多调整。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各国更加强调科技资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在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领域实施
“技术－经济”范式，后来调整为“技术－经济－环境－安全”范式，在“技术－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

中，同时引入生态环境保护和特殊技术风险防范。

与此同时，各国启动创新政策，推进科技发展与产业化提升的紧密融合。所谓创新政策，按照英

国著名学者罗斯韦尔的界定，是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结合。① ２０世纪初，面对新一轮科技大发

展的机遇，各国注重快速提升和确保国家竞争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甚至上升到科技创新战略

的高度。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欧盟相继公布《创新绿皮书》（１９９５年）、《欧洲创新行动计划》（１９９６
年）、《欧洲创新趋势图》（２０００年）、《研究与创新战略》（２００５年）、《２０２０战略创新计划》（２０１１年）。奥

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发布了两份《美国创新战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明确提出美国加速创新的战略

规划和措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内重视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发布２０１８年财年预算蓝图，对原

有科技投入结构作出重要调整，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全球气候变化计划》等，支持油气和煤炭行业

发展，对外则强推美国优先，用力打压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以确保自己的优势。②

（二）中国科技法的兴起和跨越式发展

中国科技法的发展没有体现出上述三个阶段的过程性。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处于边缘，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旁观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中国开始紧追，三步变成一步走。２０世纪５０

－７０年代，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科技体制，实行计划管理，集中力量动员有限科技资源，解决一些

战略优先目标，成功发展核武器、空间技术和某些基础科学领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

经济体制改革，基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确立新时期“面向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即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

力经济体制改革。③ 之后，科技政策又经历了１９９５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④

和２００６年“自主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⑤的两次提升。

中国科技法从改革开放开始得到重视和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积极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１９８２年）等知识产权法律，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１９８７年）等技术交易法，

建立旨在鼓励、刺激科技发明和进步的科技财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这些法律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不断修改和提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国基于现代科技应用的工业化背景，制定和完善工业安

全、劳动安全、事故管理、产品责任等法律制度，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１９９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１９９４年制定，其中一章专门规定劳动安全卫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２００２年制定，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修订）等。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与科技工业应用相关的环境保

护、特殊技术安全等问题，出台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和特种技术安全法。除交通安全、产品质量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法律之外，还包括《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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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劲：《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０页。

参见龙卫球：《科技创新需要法治保障》，《群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参见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７页。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５〕８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９〕１４号）。

参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国发〔２００５〕４４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科

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发〔２００６〕４号）。



特种设备安全法》（２０１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２０１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２０１７年）和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中国科技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确立“面向

依靠”发展科学技术方针以来，特别强调国家政策对科技进步、转化、创新的作用，先后制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１９９３年制定，２００７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１９９６年制定，２０１５年修改）等科技政策

法，以国家政策支持、激励引导的方式，促进科技研发、转化、创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提高科技

创新的力度和强度，中国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定为基本国策，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或战略纲要。①

三、人工智能的科技法规范路径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属于科技事物，应当将其作为科技事物加以审视。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

学习技术具有认知能力。现在机器学习依托的方法，包括线形回归模型、决策树、贝叶斯网络、人工神

经网络以及进化算法，加上传感器与材料科学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移动和认知能力发展迅

速。这种认知能力与人类独有的综合学习和高级推理能力具有相通性，并且有超越人类的趋势。例

如，２０１４年聊天机器人通过简单的图灵测试，２０１６年阿尔法围棋击败世界围棋冠军。另外一方面，这

种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形成的能力目前还只是“弱人工智能”，距离通用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仍

有相当一段距离。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缺乏人类具有的大背景和常识，尚达不到通用人工智能

的高度，只适宜用于完成具体明确任务，如谷歌的搜索算法、苹果的语音会话、智能手机的文字输入预

测、选择性呈现网络广告、强化网络安全、控制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归纳文本信息以及诊断某

些疾病等。②

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思考，从回溯事物本源的意义上说，需要盯紧其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兴科

技具有的科技本质属性以及当前依靠机器学习发展认知能力的特殊性。首先，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

应当自觉遵循人类既有的科技规范路径，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法加以规范评价。换言之，现在的科技

法体系应该成为规范当前人工智能的规范体系。这是法治主义应该秉持的基本立场，“法治”从字面

意思看就是法律的统治，即人们应当遵守法律。③ 美国法学家哈耶克认为，坚持法治意义在于“规则

的相当确定性使我们又可能预见权威在特定情况下将如何行使其强制性权力，从而根据这种常识安

排个人事务”。④现在的科技法体系，包含鼓励科技发明和应用的科技市场法，如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

权法、技术合同法、技术中介法等，包含管控工业和科技风险的法律，范围涉及工业生产安全、劳动保

护、事故责任、环境保护和特殊技术风险等，以及科技政策法即旨在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法律

政策。其次，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又要注意科技事物的发展性和特殊性，由此对现有规范进行更新

调整和特殊变化，以达到合乎时宜和具体合理。一方面，要体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性，认识人工智能是

当下的新科技，具有作为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表征科技的定位，在与过去加以充分比较、

对未来加以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对其带来的新发展、新问题加以规范。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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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６〕４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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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４１～１５５页。

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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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法律创制者们，不能够预见到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相关情形。这意味着，所有的法律规则与

概念都是‘开放的’，并且当一种未曾预见到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全新的选择，并且以此

改进我们的法律概念，使它们更符合社会所预期的目的。”①另一方面，要体现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
将既有科技法制度加以一般适用的同时，要善于认识人工智能的具体性规范要求，就此进行具体立法

或者适用。这种具体性还体现在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功能的多样性上，因此还应当做好基于功能区

分的规范细分。人工智能新功能问世的速度日益加快，其不仅被用来分析和识别信息、物体，获取数

据，辅助决策，而且被应用于服务领域，如新闻、医疗、护理、会计、教学、法律、交通领域，或者被应用于

工业领域，如独立装配汽车的工业机器人，甚至可能应用于警务和自动武器领域。这些基于应用领域

和功能的不同，导致了合理规范需求的差异性。

四、科技法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一）科技市场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科技市场法，特别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技术合同、技术中介等技术市场交易制度等，对

于人工智能具有基础适用性，应该成为驱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基本制度。人工智能作为一

种发展中的科技，是决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具有为行业和社会创造巨大效益的潜能，

因此有必要积极推动其发展，对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科技市场法的赋权、交易和转化激励机制。

目前人工智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亟待着力开发和提升的时期，预计全球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投入

在２０１９年超过１　３５０亿元。② 基于人工智能将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价值的认识，包括微软、亚马逊、

脸谱、谷歌、阿里、腾讯、百度等在内的巨型互联网企业，都在开发和研究相关的人工智能，研发投资不

断增加。其背后的动力，取决于法律对于这种投入及回报提供的支持和保障。

然而，具有特殊性和发展性的人工智能与现行科技市场法的有关规定难以完全契合。人工智能

的研发和应用产生许多新的规范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跟进立法。首先，关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改进往

往体现为学习方法、进化算法等方面，这些方面在现在的专利体系下很难获得专利授权。其次，现行

的技术交易主要是通过合同交易来完成，而人工智能价值实现的方式更多依赖于合作、协同应用，通

过动态的系统嵌入运行来实现其价值功能。再次，人工智能技术专业性极强，需要促进相关专业技术

市场的发展来重点引导不同类型的创新型技术市场的发展，如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英国技术集

团、德国弗朗霍夫学会、日本技术研究所等实体技术市场以及欧洲的创新驿站等网上技术市场。③ 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依赖于数据资源。例如，欧共体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欧洲合

作智能交通系统战略协作、连接和自动移动性的决议》就提出：“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是自动驾驶汽车

成功部署的决定性因素，必须使用户确信他们的个人数据并非商品，用户能够有效控制数据的使用方

式和目的”。④ 目前，很多具有创新力的机器学习研发工作主要由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或大企业承担，

它们的优势在于能够获得数据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可公开数据资源，当然这也是目前许多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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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验证和可确保透明度的前提。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创新中的合理、

充沛的数据资源来源呢？此外，人工智能应用也要求用户使其数据处于有序状态，确保人工智能应用

中的相关专有数据得到适当的整理和保护，那么如何做好这些数据的管理工作呢，其法律依据何在？

实践表明，目前应用者主要依靠开发特定的人工智能系统来协助检索、挖掘并整理公司系统和服务器

的数据，从而达成机器学习的先决条件。① 现在的科技产权制度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亟待从人工智

能研发和应用的合理需要的具体角度做出相应完善。

（二）科技风险管控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现有管控工业风险、劳动保护、事故责任、环境保护和特殊科技风险的科技风险法律制度，对于人

工智能同样具有可适用性。人工智能作为科技，无论其开发还是应用，同样存在安全、灾害和特殊技

术风险问题。同时，人工智能还具有独特的科技安全和风险问题，因此需要特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

命及其科技挑战，至少面临以下几个问题：（１）如何确保合理分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效益；（２）如何管

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外部性效应特别是控制风险和伤害，包括针对弱势群体、自然环境和未来世代的

保护措施，以防范意外后果、变革成本、次生影响或蓄意滥用新技术等问题；（３）如何确保第四次工业

革命及其科技开发和应用由人主导、以人为本。② 这些是前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立法考虑不多的。

笔者认为，就人工智能科技的特殊研发和应用而言，目前至少面临５项特殊安全或风险问题。

第一，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技术风险。目前人工智能的方法在结构上还不够完善，今后也不可能百

分之百完善，可见技术风险不能避免。因此，在人工智能运用中，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不确定的技术

风险。应当在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时配套安全保障；在重要领域部署人工智能时，要做到确保

其具有支持业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③ 鉴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技术风险，尤其要避免技术误用，因为一旦出现错误的匹配、错误的输入，可能产

生难以预计的后果。例如，在一次德国的人机互动中，协同工人因误用而导致被工业机器人打死，这

既有误用的因素，恐怕也有技术安全设计的问题。④

第二，人工智能偏离设计应用的风险。人工智能的行动、决策是否保证其与设计者的目标一致，

或者保证始终与控制者合作，都需要依靠技术本身，但现在的技术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尤其目前机

器学习技术并不能确保人机协同的绝对可预定性，更不能保证人机价值观的一致。如果不加以风险

管控，一旦偏离目标，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如果警务机器人的设计者发生偏离，可能错误击毙可疑人

员。越是让人工智能执行复杂系统的工作，如管理交通、监控安全，就越要注意这样的风险。目前的

一种策略是，在设计时强化安全伦理，即所谓的机器人原则，但问题是这仍然只是一种设计而已，其在

正常情况下固然可以更好地指导机器人行动，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运行中的偏移。因此，正确的方法还

应该包括增加对运行中的人工智能训练，通过训练和及时调整使技术设计的可行性转化为行动的一

致性。此外，还应该引入可检验、可修正、可控制的人工智能应用模式。

第三，人工智能被非法使用的风险。例如，企业通过人工智能运用进行歧视、不公平交易、窃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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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３３条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规范要求。

参见风帆：《德国工厂发生首起“机器人杀人案”》，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５０７０２／０１５８０１．ｈｔｍ，２０１９－１０－０７。



人数据或者暗箱操作。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发布《应对大数据挑战：呼吁通过设计和可

责性实现透明性、用户控制及数据保护》，提出要重视大数据对穷人或者弱势群体的歧视，并提出是否

可以让机器代替人类来做道德、法律等判断的问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２０１７年１月发布《大数据：

包容性工具抑或排斥性工具？》，要求关注大数据中对于消费者的歧视和偏见问题，确保关于消费者公

平机会的法律得到有效执行，同时防止大数据分析中采取歧视等不公平行为。① 又如，犯罪分子或恐

怖主义使用人工智能或者欺骗、入侵、操纵、修改别人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非法使用，也可能体现

在国际层面，如国家或个人开发不可信任或不加区别的人工智能武器。人工智能安全漏洞的严峻性

也在不断升级，一部分是因为人工智能使用者自身违规设计或应用导致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部

的不法行为。

第四，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许多领域，人工智能淘汰了一些工作岗

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影响和挑战。例如，富士康在近年来有约６万工人被机器人取代。这种风险还

在扩大。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广义上还包括技术迭代导致的各种社会不适应。我们是简单奉行物

竞生存论，还是应当也重视社会和谐价值？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变化，有些人能够适

应变化，但也有很多人并不容易适应变化。而且，“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适应性行为都对世界或宇宙

有益，有时这些行为也可能有害于我们的生活”。②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也包括新科技应用可能导致

的社会分配公平问题。新的财富和福祉分配很可能并不公平，特别是财富和机会向少数人集中，导致

新一轮赢者通吃效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社会，也存在于国际社会。从国际社会而言，人工智

能可能加大国家之间的极差。发达国家在享受人工智能发展福利的同时，应负有在维持和构建良好

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做好人工智能国际利益协调的责任。

第五，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认知能力的技术，与人具有相通性。目前，人

工智能技术虽然离通用智能特别是全智能还有差距，但在一些场景互动方面（包括游戏、客服查询、医

疗诊断、自动驾驶汽车导航）的表现已经接近人类甚至超过人类。③ 认知能力原本是人类独有，现在

可以为人工智能所有，这种情况势必导致出现与其他科技不一样的伦理风险。人类伦理的一个根本

追求是种的保全或者说的人自身的保全。如果下一波开发出仿真人或者超级智能，这个特殊的伦理

问题就会更加严峻。这是人工智能特殊的技术风险之一。那么，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开发和应用这

种具有认知能力的机器或软件？假设目前还可以实施允许开发和应用的通用政策，我们是否需要就

伦理风险达到某种级别的人工智能开发、应用和运行区别不同层次进行严格管控？是否可以赋予具

有接近或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人工智能以完全自主决策的权力，因而也具有与人同等的刑法、行政

法、民法主体地位？④ 是否应当确保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可信任与合理期待？是否需要对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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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建议对企业考察以下问题：数据集是否具有代表性？所使用的数据模型是否导致偏见？

基于大数据进行预测的准确性如何？对大数据的依赖是否导致道德或者公平性问题？参见曹建峰：《人工智能：道德外包

与“黑箱”中的算法歧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ｉｓｉ．ｏｒｇ／４７９８，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参见［美］罗宾·汉森：《机器时代：机器人统治地球后的工作、爱情和生活》，刘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第２５页。

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造型社会》，世界经

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关于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研究，参见［意］乌戈·帕加罗：《谁为机器人的行为负责》，张卉林、王黎黎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植入某些必要原则、伦理标准并确保有效的运行监管？是否可以开发和部署负有特殊职能的警务机

器人以及如何管控？是否可以开发和部署致命自动化武器或战争机器人以及如何管控？如何应对和

救济人工智能对伦理安全的威胁或损害？是否可以惩罚甚至“杀死”所谓“不法”或者“犯罪”的人工智

能以及如何执行？现实中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伦理风险问题归结起来，就是

如何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应当建立何种人类与人工智能相处的基本规则，特别是与其中的机

器人相处的基础规则。这些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不断促成阶段性的人工智能伦理政策或规则的形

成。当前一种人本的、普惠的新科技思想正在兴起，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

应该具有价值取向，技术应当“赋能而非支配”，未来应当“由人类设计，造福于人类”，技术应当“使价

值成为特点而非漏洞”，主张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包含一整套假设、价值观和原则，应当优先考虑社会价

值观，兼及利益相关者，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制度。①

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早在１９５０年就提出用“机器人三定律”来防止机器人失控：机器

人不能伤害人类；它们必须服从于人类；它们必须保护自己。② 可见，最早的关于机器人的伦理考虑

只是希望机器人不给人类带来伤害或威胁而已。后来，还加入了“第零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

体，不得因不作为使人类整体受到伤害。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新一轮发展，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

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总体上，国际社会尚未形成适用于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全球伦理

规范。③

２０１６年，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报告———《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最

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④将人工智能定性为“社会－技术系统”，倡导深化价值观。该报告提出发展

人工智能的４项原则，即人类利益原则、责任原则、透明原则、教育和意识原则。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总

统特朗普发布第１３８５９号《关于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行动倡议”的行政令》，随即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

研究院在２０１９年８月发布《美国如何领导人工智能：联邦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及相关工作的计划》，提

出要确保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可靠、稳健、值得信赖。⑤ 其中也明显包含一些最低伦理标准，但

主要还是集中在可安全信任的技术伦理问题，对于相关人文伦理关切尚欠明确。

为提升人们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信任，在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起草的支持下，２０１９年４月８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⑥，明确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同时宣布启动试行阶

段，并邀请多方面对该准则进行测试。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解释，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有两个必要的组

·８６·

法　商　研　究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１９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造型社会》，世界经

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１页以下。

Ｓｅｅ　Ｉｓａ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Ⅰ，Ｒｏｂｏｒｔ，Ｈａｐｅｒｃｏｌｉ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８．
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初举办的“推动人性化人工智能全球会议”的观点。参见杨

骏：《超越“机器人三定律”人工智能期待新伦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３／１８／ｃ＿１１２４２４９６１１．ｈｔｍ，２０１９－

１０－０８。

参见《ＩＥＥＥ首份ＡＩ报告：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ＡＩ／ＡＳ）最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全文）》，ｗｗｗ．ｃｉｉｉｐ．ｃｏｍ／

ｎｅｗｓ－１０４６６－５１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Ｓｅｅ　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Ｉ：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ｇｏｖ／ｔｏｐｉｃ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Ｓｅ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ｔ　ｕｐ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ＡＩ，８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ｂｌｏｇｆｕ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ｕｎ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ｌｏｇｓ．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ｓｉｔｅｓ／

２８／２０１９／０４／ＡＩＥｔｈｉｃ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ｐｄｆ１．ｐｄｆ，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成部分：一是应尊重基本人权、规章制度、核心原则及价值观；二是应在技术上安全可靠，避免因技术

不足而造成无意的伤害。“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包括７个关键条件：人类的自主性和监督，技术的健全

性和安全性，隐私和数据管理，透明度，多样性、非歧视和公平性，社会福祉，问责机制。①

２０１７年我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工智

能发展可能引发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伦理问题，提出要重视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的基础性研

究。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

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③（以下简称《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

和行动指南，强调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发协作、敏捷治理

８个原则，其中涉及伦理治理要求，重点在负责任。我国不少机构和企业做出响应，自动提出其倡导

的人工智能伦理要求。④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距离真正伦理规范的明确性和合理性还有很大距离。

（三）科技政策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科技政策法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更加具有可适用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科技

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科技转化政策契合，更是因为其发展代表当前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方向。在我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提供的诸多进步机制、转化机制固然对人工智能科技

的开发和转化具有支持意义，但由于尚存在许多体制障碍，特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科技成果的严

格国有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上市场培育不够，导致科技主体、动力、程序、保障等多方面的局

限，严重影响科技进步和转化，目前相关法律面临修改、调整和完善。

人工智能科技政策所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还是特殊化问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全新的具有巨大

应用价值同时又具有与人相通的认知能力的科技，应该采取何种科技政策加以促进和管控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加上其本身还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可以说充满变数。鉴于人工智能独特的发展态势，

可以考虑阶段式立法和不成熟时授权政策试点的方式：一个阶段之内已经达成共识的做法，可以通过

修法加以确定；一个阶段之内还难以明确但又急需明确的做法，可以通过授权专门部门采取出台政策

的方式进行探索。例如，美国学者雷恩·卡罗等认为，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问题应该包括：（１）正义和

公平。包括应用中的不平等，如搜索引擎将工程师自动关联为男性，将护士自动关联为女性。（２）武

力的运用。例如，如何决策人工智能武力的使用，谁为机器的决定负责等。（３）安全和资质。包括设

置和确定安全门槛、上岗资质要求、网络安全标准。（４）隐私和权力。人工智能基于模式识别能力、高

度精细信息的部署方式等导致更复杂的隐私问题，企业和用户不对称关系导致数据不对称或不平等

隐患。（５）税收和劳动力替代。（６）其他问题，如机构建设和专业知识、投资和采购、消除责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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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赵娜亚：《欧盟抢先发布人工智能道德准则：ＡＩ要以人为本，负责任且无偏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０４＿０９＿４９６９４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０－０８；方莹馨：《欧盟发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ｔｅｃｈ／２０１９－０４／１１／ｃ＿１１２４３５０８３７．ｈｔｍ，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３５号）。

参见张之豪：《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布》，《中国日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

参见《腾讯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报告 倡导面向人工智能的新的技术伦理观》，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００４９７１．ｈｔｍ，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人工智能的心理模型等。① ２０１６年美国发布的《为人工智能未来做准备》②提出２３项政策建议，包括

鼓励私立和公共机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负责任地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联

邦机构应优先考虑人工智能中的开放式训练数据和开放数据标准，联邦政府应探索提高关键机构将

人工智能应用于其任务的能力和方法，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小组委员会应

为政府内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建立一个实践社区，在为使用人工智能的产品制定监管政策时各机构应

利用适当的高级别技术专家、各机构应使用全方位的人事分配和交换模式（如雇用机构）来培养联邦

劳动力并使其对当前的技术状况有更多不同的看法等。

人工智能对全球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形成较大的技术和社会风险，因此相关政策的考

量更加复杂，也有必要提升层次。目前，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提到发展战略

的高度，进行系统化的政策引导。一方面，人工智能被确立为科技创新的重点，并赋予其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社会、国家安全和人类伦理等问题，引入风险规制政

策，积极防范其负效应，趋利避害。随着人工智能研发浪潮在全球兴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纷纷

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相继出台相关战略规划，旨在争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制高

点。２０１６年以后，各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战略化推进更加明显。

美国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战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美国发布《国

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号称新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旨在运用联邦基金资助不断深化对

人工智能的认识和研究，从而使得该技术对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减少其消极影响，同时还发布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准备》；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又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提出应对人工智能驱

动的自动化经济是后续政府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下一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释

放企业和工人的创造潜力，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创造和使用中的领导地位。③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的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旨

在从国家战略层面调动更多联邦资金和资源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

挑战。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美国国防部发布《２０１８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

与繁荣》。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白宫更新《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将政府人工智能研发战

略重点扩展至８个。④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欧盟委员会下属欧洲政治战略中心发布《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的欧

洲战略》，介绍欧洲人工智能发展，提出欧洲应采取的对策；⑤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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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美］雷恩·卡罗：《人工智能政策：入门与路线图》，郑志峰译，《求是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Ｓｅ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Ｐ，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ｓｉｔｅｓ／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ｆｉｌ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ＥＭＢＡＲＧＯＥＤ％２０ＡＩ％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参见孙邦：《超级大国的ＡＩ雄心：解读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ｉｓｉ．ｏｒｇ／４７９６，

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Ｓｅ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ｐｓ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ｎｏｔｅｓ／ａｇ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ｎ，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会、欧盟理事会等提交《欧盟人工智能报告》①，描述欧盟人工智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制定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以及未来１０年欧盟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出三大目标，即“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人工智

能投资，增强欧盟的技术与产业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为迎接社会经济变革做好准备”“确立合适

的伦理和法律框架”。英国在２０１６年先后发布《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②和《机器人技

术和人工智能》。③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英国发布《产业战略》，提到“人工智能与数据经济”的挑战；２０１８年

４月２６日，美国发布《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并就生产力基础领域制定具体行动措施。④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德国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提出“人工智能德国制造”，全面思考人工智能对社会各

领域的影响，定量分析人工智能给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重视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并计

划２０２５年前在联邦层面投入３０亿欧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⑤

我国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就开始出台政策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例如，《规划》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规划》提

出面向２０３０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三步走”

战略目标：即２０２０年实现“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初步建成人工智能技术

标准、服务体系和产业生态链，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１　５００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１万

亿元；２０２５年，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４　０００亿元，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超过５万亿元；２０３０年，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１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１０万亿元。《规划》要求应对挑战，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

控发展，提出要重视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的基础性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则提出人工智能

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五、结语：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科技特别法

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特别是基于科技革命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形成迭代发展态势，到今天

则呈现加速迭代发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本身也出现不断发展、迭代发展和加速迭代发展的特

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每个阶段发展，或者是每个方面的发展，始终以一种维护法律稳定性

的方式进行并遵循自身的体系轨迹，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会也不该完全打破既有体系进行重构。旧

法与新法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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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Ｎｉｃｏｓ　Ｋｏｍｎｉｎｏ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ｒｅｎｉｏ．ｏｒｇ／２０１８／０５／０５／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ｐｈｉｌｐａｐｅｒｓ．

ｏｒｇ／ｒｅｃ／ＧＯＶＡＩＯ，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Ｓｅ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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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ａｌ／ａｉ－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ａｌ，２０１９－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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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①

当前的人工智能立法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人工智

能今天已发展到机器学习阶段，正在发挥着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表征科技的巨大作用，同时因其具有

与人类相通的认知能力的特点，产生了与人类命运的特殊伦理关联。在这种意义上，人工智能发展势

必引发如何跟进合理规范的问题。人类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在普通法律之外注意到科技作为特殊规

范事项的独特意义，并发展出专门的科技法，这体现为从科技市场法到工业生产安全法、事故责任法、

特殊科技风险法再到科技政策法的不断叠加，多次迭代发展形成具有稳定价值和内容的规范体系。

基于人工智能作为科技事物的本质，应当将其纳入科技法范畴加以评价，在因循现行科技法的基础

上，以正确的发展思维合理探索具体的发展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重大科技，正在以其非同寻常的发展潜力和特点，重新塑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方

式，改变财富分配和社会组织方式，挑战人与人造物的既有关系。这种改变和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和人工智能认识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不断升级，进而导致规范发展和应对的迫切性。人工智能需

要规范的新问题可谓巨量，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笔者建议尽早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法，以人工智能科

技作为特殊规范对象，并将其作为科技法的特别法而定位，从人工智能的科技市场、科技风险和科技

政策等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对既有科技法价值的继承和发展，对既有科技法规则进行优化和调整，形

成一套专门适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具体规范体系，以备现实人工智能法律实践所需。其中，人

工智能立法的伦理性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如何确保人类自身不受危害和威胁的需要。

我国目前已经将人工智能立法项目纳入立法规划，值得拭目以待。②

责任编辑　　何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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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概念的理解，参见蔡祥元：《语言游戏确定性的根源———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概

念的再澄清》，《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关于维特根斯坦后期规则理论的认识，参见胡雯：《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观看其

后期确定性思想》，《东南学术》２０１９年第５期。胡雯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其《哲学研究》中关于规则与“遵守规则悖论”

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对意义的一种“合宜的”外在确定性与一种“基础的”内在确定性的追求。

参见陆一夫、徐超：《人工智能立法提速 把握“边界”是关键 》，《新京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日。


